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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济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快速发展，是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成熟。与此同时，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一系列“城市病”问题也在逐渐加剧了经济和社会的矛盾，严重制约着城市进一步现代化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对“城市病”的具体病例的经济学解读，本文认为，“城市病”的深层次病因现实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往往是介于市场行为与集体选择两种方式的中间地带，导致了其物品属性的模糊不清。故此，当市场失灵时，人们总是希望政府能通过政策对市场进行调控，而政府对政策的选择往往涉及到对一种物品的价值判断，更多的是采取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相结合的办法共同解决“城市病”问题，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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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至于对后代人的需要造成威胁。当前，由于各地区加紧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的发展和规划没有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城市病”现象。“城市病”问题是市场在不断完善成熟的过程中自身带来的负面效应，严重阻碍了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认为，“城市病”问题的出现，以及城市经济不能持续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是现实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往往是介于市场行为与集体选择两种方式的中间地带。解读“城市病”的经济学含义，对于解决“城市病”问题，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第一部分是对“城市病”现象一些具体描绘，第二部分解读比较典型的城市病例的经济学内涵，第三部分基于对“城市病”的经济学性质的理解，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一、“城市病”：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
城市病是指在城市化迅速推进、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带来不少尖锐的城市问题。纵观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现状，均是以消耗自身的环境质量和社会效益为代价的。城市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城市病”问题表现在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浪费、贫困、高失业率和犯罪率、住房和财政危机等方面。属于城市化后发国家的中国，原本有机会借鉴各国的历史经验以避免“城市病”的发生。遗憾的是，我们非但未能如此，很多时候反而变本加厉。
（一）城市病例：城市交通。在城市所面临的各种交通问题中，交通堵塞和拥挤最为突出也最为普遍。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特大城市市区机动车平均时速已由过去20公里左右下降到了现在12公里左右。在一些大城市中心地区，机动车平均时速已下降到每小时8—10公里。全国31座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大部分交通流量负荷接近饱和，有的城市中心地区交通已接近半瘫痪状况。一些城市不得不采取小汽车分单双号行使的措施。因城市交通不畅，运输效率下降，每年造成经济损失达数百亿元。另外，机动车迅速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以及交通事故的频频发生也都是城市交通的顽疾。

（二）城市病例二：城市环境。环境问题目前已成为制约城市经济发展和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我国城市的环境污染首先表现在空气污染方面。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不少大城市的大气污染类型由煤烟型转变为汽车尾气、建筑工地扬尘和城市垃圾焚烧炉、汽车和其他燃油交通工具的尾气排放，使污染物的类型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其次，城市的生活污水和各种工业污水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当即排入周围环境，所造成的城市水环境污染。由于我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很不均匀，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发展，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严重却水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生活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使淡水资源供给受到水质恶化和水生态系统破坏的威胁；再有，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滞后，形成垃圾围城的现象。我国城市长久以来对垃圾一直没有实行分类，使危险垃圾混入普通垃圾，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垃圾对于人们的危害，也大大增加了城市处理垃圾的成本；最后，如上文所述，由于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所造成的严重交通噪声就是噪声污染之一，另外，噪声污染还包括来自生产和各种工作过程中机械振动、摩擦、撞击以及气流扰动而产生的工业噪声，以及生活和社会活动所造成的噪声，如宣传或做广告用高音喇叭、户外或街道人声喧哗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城市环境是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而不断恶化的，就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了。

（三）城市病例三：城市住房。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当土地的市场价值被发现以后，政府与开发商对土地的增值前景竞相关注，以至于出现了无序无度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从供给方来看，由于高档楼盘利润高，投资商竞相开发，追求利润最大化，偏重高档商品住房的供应，从而引发供给结构上的矛盾，在住房结构中，投资商忽视低价位的商品房的投资。从需求方来看，我国住房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但由于高涨的房价，已超越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承受能力，多数城市居民住房水平低下，特别是城市里的中、低收入阶层、弱势群体所需中低价商品住房、经济实用房短缺、小户型低价位住房严重短缺，经累积形成住房供需结构上的严重失调，以至于住房空置率过高。目前，大多数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和在城中打工的农民工没有能力购买正规的房地产市场的商品房，只好在城市的周边和城市的缝隙中自发搭建简易楼房，加上城市扩张的加快，使大批仍然保留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农舍村落或完整的农村社区，被城市建设用地所包围，形成了“城中村”现象，直接危害着城市观瞻，城市卫生、交通、以及治安等。

城市交通、城市环境和城市住房问题只是“城市病”中几个比较典型的病例，当然还包括城市的盲目拆建、城市绿化误区、城市卫生体系滞后，以及风景名胜和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根治“城市病”，首先要重新认识“城市病”的经济学性质。

二、“城市病”的经济学内涵
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但它必须满足确定的条件。首先，市场竞争中的资源在消费上都是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私人物品。否则，当私人占有某资源生产物品的预期成本高于预期收益时，该类物品将滞留在公共领域，消费者为该物品付款的愿望和生产者提供它的激励都会弱化；另外，竞争性市场无法解决物品的外部性问题，这是某些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不由市场价格反映的情形。买者可能得到某些收益，卖者可能承担了某些成本，但其他没有参与市场交易的人也得到了收益或承担了成本。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城市病”问题并不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与竞争性，或排他的成本过高，因此，由市场提供的供给量往往小于实际需求量，换句话说，“城市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失灵。

（一）交通拥挤：边际上的计算。作为行车者，他是依据其行车的边际收益与私人行车成本来做出选择的。如果行车的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行车成本，那么行车者就会选择使用道路。根据图1可以看出，该路段上均衡的交通量应是Q’1。但是，这却不是社会最优交通量，社会最优水平是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时的水平。这里边际社会收益由需求曲线反映，而边际社会成本由社会行车成本曲线反映，两者的相交点Q1即为该段的社会最优交通量。从图1可以看出，均衡交通量大于最优交通量，此时，道路被过分利用，出现交通拥挤。

现实中，城市交通一旦修成，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同时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城市道路的供给是相对固定的。城市交通需求的特性使得非高峰时间与高峰时间的最优交通量相差很大，造成非高峰是道路资源闲置，高峰时间又过度拥挤。实际上，由边际收益等于平均行车成本决定的高峰时间交通量，使得城市交通不可能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二）环境污染：环境保护与城市发展的效用对比。我们在讨论市场是否有效率的时候，总是以帕累托效率为标准，来判断资源的配置是否有效，但要知道，帕累托效率并非必然就是“好的”，因为当生产或消费一种物品或服务时，社会也许会关注谁获得利益，以及谁没有得到利益。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注重效率，也应该考虑平等或公平，因此我们必须在平等与效率之间作出取舍。

怎样才能使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城市能持续发展呢？环境保护或城市发展的最优解在何处？我们首先假定城市经济是在有效率的情况下发展，并且环境保护与城市发展可以有效率地交换。假定图2中的点A和点C是能够从两种都有效率但完全不同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中得到的最大化效用，这两个方案对应着拥护环境保护计划和城市发展计划的集团利益。存在一条效用可能性边界FF0，其表示可以给以上两个集团带来最大化的效用。


点C来自一个城市发展计划，其会带来城市经济增长，每年GDP翻番，但会对城市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尽管这样，快速发展城市计划在保证城市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也会考虑环境保护的可能性。事实上，甚至存在更具破坏性的选择，使结果处于C点下方和左侧，例如B点，城市发展不快，而且环境遭到破坏，这常常表现为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大拆大建现象，城市建设极其混乱，毫无规划，同时城市环境却严重受损。因此，作为环境保护的集团和城市发展的集团都不会选择这一点。

环境保护计划会导致点A的结果。虽然这个计划也允许城市发展中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损害，但主要着力保证良好的环境不至被破坏。可能存在D点这样两种用途效率都更低的组合，但环境保护计划是针对城市发展而保护环境最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沿着效用可能性边界FF0，不存在两类用途的集团境况都得到改善的可能性，让其中一个集团过得更好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另一个集团过得更糟。因而，A点与C点（以及沿FF0线上的所有其他点）都是帕累托有效率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市场的自发性，人们选择的往往却是B点或D点。

（三）住房紧张：供需结构失调。住房空间固定性决定了住房市场的信息具有较小的外溢效应。住房市场的潜在卖者和买者、住房服务市场上的房东和承租人，都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获得关于房屋特征的信息，这就产生了高昂的交易成本。结果，在住房市场上，供给的短期价格弹性小于供给的长期价格弹性，住房需求的短期收入弹性小于需求的长期收入弹性。土地作为住房投入品的存在，需要其他投入品，如资金、劳动力、建筑原料等，一般具有较大的供给弹性，而城市土地由于其总体规模的有限和政策的限制，其供给弹性相对较小。

土地供给的有限性和使用方向的限制，使住房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产生很大的区别，住房本身需求的增加，会带来住房价格的上升，但在住房市场不一定能带来大量供给的增加，这样就可能导致住房市场的价格高于市场出清价格。这种现象在住房租赁市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房屋空置问题是住房租赁市场上存在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空置率和价格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趋势关系。“由于住房市场非出清价格的存在，住房需求首先反映在空置率的变化上，一般六到二十四个月后，反映在住房租赁市场的租赁价格上，然后影响到新住房的需求上，最后才体现在住房市场的价格供给上”1。

另外，住房的昂贵性决定了企业新建住房和家庭购买住房都需要银行金融贷款的支持。当银行的贷款利率（包括企业的贷款利率和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比较低时，住房服务的需求能以较短的时间传递到对新住房的需求（而不是大多转化为住房租赁市场），市场上新住房的供给也就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加，此时市场上空置离一般较高。

三、医治“城市病”：从理论到政策的选择

经典模型“囚徒困境”告诉我们，理性的个人在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时，无法达到集体的最优利益，存在私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相冲突。正是因为“城市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搭便车行为会大量出现，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当市场失灵时，人们总是希望政府能通过政策对市场进行调控，而政府对政策的选择往往涉及到对一种物品的价值判断，更多的是采取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相结合的办法共同解决“城市病”问题。

（一）拥挤定价应对交通拥挤。拥挤定价（congestion pricing）就是国外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城市交通拥挤和道路堵塞问题提出的交通经济理论，并已在一些城市付诸实施。当城市交通的使用者增加时，由于交通供给在短期内一定，交通将变得拥挤堵塞，行车者的交通速度必然下降，速度下降也就意味着行车者的成本增加。如同前文分析的一样，只有当行车者使用城市道路的边际成本低于人们从中获得的边际收益时，人们才使用道路；当交通拥挤导致行车成本上升到高于收益时，就不会有人再继续使用。

据此，政府可以有意识地提升某些拥挤路段的交通费用，将交通量引导分流至其他路段，从而达到控制交通流量、优化交通结构的目的。拥挤定价就是根据道路的拥挤程度确定一定的通行收费标准，把这种使用道路时的费用增长转变为一种收费，使道路使用者在面临一定的拥挤收费时，不再使用道路或改变行使路线，从而缓解道路的拥挤程度。拥挤定价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或消灭拥挤，因此，它的收费不同于养路费或执照费的普遍征收，而是只在拥挤地段或旅行高峰当时当地收取。理论上，拥挤定价的收费标准，是道路使用的总边际费用和边际个人费用的差额。当使用者支付的价格与出行的边际费用相等时，效率达到最大。最简单的拥挤定价方式是在高峰时期内，提高现有收费道路、桥梁等的收费价格。另一种更常见的拥挤的定价实施办法，就是针对城市交通流量集中的特定区域实施收费。

拥挤定价对策，不仅可以用于缓解交通堵塞问题，而且可以用来作为解决路侧停车问题、违规占用城市道路问题，以及繁华地区公共停车场地使用问题的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此外，拥挤定价的理论思路和方法在控制和减少城市机动交通带来的尾气污染和噪音污染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相关研究表明，城市机动车产生的噪音和尾气污染与行使速度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低速度行使时，废气排放量和噪音量均会上升。所以，可以在拥挤定价中附加环境费用的份额，使城市私人机动车的驾驶者在面对道路使用成本的同时，也需面对交通环境的费用。

（二）从环境目标到经济激励管制环境污染。环境污染问题是科斯在其论文《社会成本问题》里的经典案例，通过排污工厂与附近居民的故事，指出问题是交互的，关键不在于法律规定造成外部损害的一方是否有赔偿责任，而在于，在任何既定时点之后，是谁的行动改变了既定的利益格局。“科斯认为，最佳权利安排实际上是资源的初始产权掌握在知道资源最佳用途的人手中，因而无论交易费用有多高，资源都能实现最佳配置，但这种看法在现实中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资源在一开始就处于最佳配置状态，就无须再谈交易和交易费用；如果资源配置的初始状态必然是非最佳的，也就无须再谈科斯意义上的最佳权利安排了。”1
在交易费用为正的现实社会里，资源的初始产权的清晰界定尤为重要。然而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往往难以清晰界定利害双方的产权，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沿效用可能性边界FF0线上的所有点都是帕累托有效率的，无论是环境保护计划还是城市发展计划，都有其支持的集团。如果要说哪一种计划是最优，就必须对这两类相关集团之间的平等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非总是只想要效率，而往往希望牺牲一些效率，为特定集团获取额外的效用。因此，关于城市环境公共政策的选定常常采用两个步骤：首先，确定城市环境应有的标准或所要达到的目标，然后，通过政府管制的方法来实现这些标准或目标。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政府管制行为是通过市场的经济激励形式来体现的。包莫儿与奥茨（1971）已经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点1。政府依照一定的环境质量标准向可能造成污染的企业发放排污许可证，企业则根据排污许可证向特定地点排放特定数量的污染物。而且，排污许可证及其所代表的排污权是可以买卖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市场上卖进或卖出排污权。通过市场交易行为，企业可以在市场中自由出售或购买排污权。另外，政府还可以向使用环境资源的企业或个人征收一定的费用。征收排污费的原则是，当污染物排放量达到最优污染水平时，政府征收的边际排污费用应该等于企业治理污染的边际治理成本。这样，企业便可以在缴费与治理之间进行权衡，选择最经济有效的办法降低污染。这种方法是非市场经济手段中应用最广泛和最典型的。

（三）多管齐下治住房供需失调。我国从1980年提出住房制度改革，经十多年的酝酿和准备，1992年启动实质性改革，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基本上实现了停止实物分房、逐步实行了以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发放一次性住房补贴等形式的住房货币补贴制度，初步建立了收入高的家庭购买或租赁市场价商品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或普遍商品住房、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房的住房供应体系。改革目的在于通过市场机制使城市住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但在这个过程中，如前文所述，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住房供需结构失调。

为了增加城市中低价位商品住房，仍然要充分利用市场化的手段优化配置住房资源，如用项目限价招标方式取代过去单一的土地招标模式。与此同时，通过政府政策，缓解房价上涨压力，加大中低位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比例。前不久，国务院发布“国六条”，其中第一条就是重点发展中低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

此外，税收和信贷都能对住房市场起到关键的调控作用，应当通过有的放矢，有保有压，有扶有抑的政策措施细化，达到调整住房结构，引导合理消费，规范住房市场的目的。政府采用提高利率的手段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降低房价的有效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加息与否应根据市场情况而定，如果房价上涨得到控制，达到预期效果，加息就应该停止，防止消费者因为债务过重而抑制消费。对于抑制住房投资商的投机行为，应该改变其融资方式，在收紧银行对投资商信贷规模的同时，最好的途径是让投资商直接承担产业风险的市场化融资。
结  论

通过对“城市病”的具体病例的经济学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因为城市交通，城市环境保护以及城市住房等物品性质模糊不清，界定其性质的费用又过于高昂，市场的价格机制难以真实反映供给量与需求量，而这些问题一旦涉及到集体选择时，最终要面临的却是一个价值判断。因此，无论是“先发展，后治理”，还是“边发展，边治理”，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制定公共政策时，人们的价值判断能否达成一致，这对于理解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涵义有一定帮助，以及对制定城市的公共政策起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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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Economic Analysis of Urban dilem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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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China’s reform bega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rban economy has been contributed to the continuous perfection of the market-economy system. However， occurring with the growth of market economy， a series of urban dilemmas are worsened， which constrains the further extension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fter studying the specific cases of urban dilemmas， we believe that the root reason of urban dilemmas is the method of resource allocation lies in the middle area between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collective choice， which means the property of the goods is unclear. Fortunately， as the market fails， governments are expected to regulate the market behavior while choosing reasonable and legal policie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value judgment of the goods. Hence， the combination of regulation and market system properly is the key to solve the urban dilemmas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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